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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阐释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户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

统的作用机理，并利用黄河灌区 ６ 省（自治区）８８３ 份农户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对农

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意愿和程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 研究表明，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
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方面制度能力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产生显著

正向影响；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纵向合作水平和横向合作水平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

供给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研究进一步证实，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

灌溉系统供给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越高，制度能力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

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的影响越强。 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重视村庄制度能力建设、强化农田灌

溉组织内部合作意识以提高农民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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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田灌溉设施作为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农村重要公共物品，其能否实现有效供给直接关

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 然而，限于灌溉系统特殊性和农村经济制度时空演进，设备

老化、灌溉面积萎缩、水资源利用低效等一系列难题逐渐凸显，农田灌溉系统供给陷入“有人用，
无人管”的集体行动困境 ［１］ 。 从制度变迁角度审视，农田灌溉系统建设对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路

径依赖，每一次农村制度改革都不同程度地诱致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变革。 中国农田灌溉系统

主要成于人民公社时期，衰于家庭联产承包制 ［２］ 。 人民公社时期，依靠政治动员组织农民兴修

农田水利，为中国农田灌溉系统奠定了基础，但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国家权威逐渐淡出

农村基层，农民对灌溉系统建设的积极性今不如昔。 农村税费改革后，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供给

仍然以政府项目为主，但支渠以下的灌溉末端系统供给及管护随着“农民用水者协会”的产生

而走向市场化，形成了政府主导和农户参与的多元供给模式。 在市场利益和农村社会原子化双

重动力驱使下，具有较弱排他性和一定范围竞争性的灌溉末端系统仅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供给

模式陷入公共池塘资源二阶集体行动困境，出现供给事务“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三难现

象，造成农田灌溉系统供给不足。
如何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有效供给集体行动难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３］ 从多中心治理视角

出发，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自组织治理理论。 该理论强调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自主性，认为关

联利益群体在不依赖外部代理人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主协调与合作实现群体共同利益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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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并产生有效的制度安排。 农民用水者协会正是农田灌溉系统农民自组织治理制度安排的产

物，但其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４］ 。 那么，造成农民用水者协会在农田灌溉系统供给事务中功

能难以发挥的根源何在？ 准确回答这一科学问题对中国农田灌溉系统实现有效供给至关重要。
而产生于广义社会动力学的制度能力理论为精确揭示这一科学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该理论认

为，地方公共事务治理需要一种环境或者一个舞台，为不同利益主体相互欣赏、沟通和信任提供

必要机会，从而避免追求短期利益 ［５］ 。 农田灌溉末端系统也是一种惠顾者所有、民主管理并受

益的非营利性生产设施，在农户相互关联的自组织治理状态下，其有效供给也必然受到运行组

织内部合作因素的影响。 将制度能力这一概念性分析框架与合作水平现实情境因素同时纳入

农田灌溉末端系统自组织供给事务讨论，可以为农田灌溉系统有效供给研究提供全新的分析工

具和视角。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分析框架

曼瑟尔·奥尔森 ［６］ 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公共资源治理中普遍存在着个体理性导致的非

合作博弈，这否定了群体理论所认为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自愿为促进他们共同利益而行动

的观点，并将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看作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可能途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７］ 在

对该观点怀疑的基础上，结合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池塘资源案例提出了自组织管理公

共事务的新途径，这在农田灌溉系统治理中得到了很好实践。 而本文研究的支渠以下农田灌溉

末端系统具有很强的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并且其在管理模式上主要以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

负责、农户参与的自组织管理形式为主。 在特定空间领域内，这种类似于公共池塘资源的农田

灌溉末端系统供给不仅受到村庄空间制度能力的约束，而且对供给关联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具

有很强的依赖性。 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对村庄内部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的有效

调动可以提升农田灌溉系统管理制度能力，而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与农户之间，及农户相

互之间的协调合作也是农田灌溉末端系统有效供给的重要促成因子。 基于此，本文构建的农田

灌溉末端系统供给理论分析逻辑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农田灌溉末端系统供给理论分析逻辑

（二）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制度是决定组织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人为设定博弈规则，其作用是克服市场不确定性以降

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 ［８］ 。 制度规则作用的发挥受环境影响，规则与环境嵌套越紧密，制度发

挥的作用越强大 ［９］ 。 在农田灌溉末端系统管理中，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可以在村庄内培养

一种特定能力或文化，为农田灌溉末端系统管理规则运行提供一种适宜的环境。 而村庄空间领

域内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方面因素是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塑造村庄农田灌

溉末端系统管理规则运行环境的关键，决定着村庄制度能力在农田灌溉系统管理中作用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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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在农田灌溉管理现实情境中，知识资源是指村庄管理组织对内部知识（习俗、惯例和道德准

则）的掌握和应用；关系资源是指村庄不同主体之间的网络关系；动员能力是指村庄管理组织为

了实现既定目标而调动内部和外部资源的能力。
１．知识资源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社区的知识资源对人类行为价值判断会产生影响，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组织行为和管理行为

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１０］ 。 重视地方知识资源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对公共事务治理

绩效改进具有可行性 ［１１］ 。 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主要是通过交互式、非线性流动的方式

作用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具体表现是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在清楚掌握了当地习俗、
惯例和道德准则的基础上，制定适宜于本村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制度条例，并保障制度条例有

效执行，使之成为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主要依据。 这种嵌套在当地知识文化资源中的非正

式制度，可以很好地化解村民之间因农田灌溉事宜产生的积怨与纠纷，消除农田灌溉末端系统

供给集体行动困难。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１：村庄知识资源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知识资源越强，农田灌溉系统供

给水平越高。
２．关系资源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社会中个体行为人在作决策时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及社会资本对其行

为决策影响是确定的 ［１２］ 。 乡土社会中，人情、面子、互惠等关系资源是维系基层自治组织与农

户之间，及农户相互之间日常事务运作的基础。 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作为农田灌溉系统管

理神经末梢，仅依靠正式组织化力量并不能保障农田灌溉系统有效供给，而建立在原有组织化

网络基础上的人情、互惠和信任等关系资源是农田灌溉系统自组织管理的重要辅助。 村委会或

农民用水者协会通过信息共享、交流畅通及技术帮助等形式维持与农户之间的关系网络健康运

行，寻求农户在农田灌溉末端系统供给过程中与其保持一致意见。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Ｈ２：村庄关系资源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关系资源越强，农田灌溉系统供

给水平越高。
３．动员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社会运动理论将社会组织内部动员能力和组织群体所具有的力量看成是影响集体行动得

以形成、发展和产生相应结果的重要因素 ［１３］ 。 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有效动员可以促使群体走出

私人领域，就涉及群体共同利益的相关问题展开积极讨论与行动，实现群体成员摆脱私人领域

向公众领域的转化，推动公共事务治理集体行动得以很好的实现。 在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现实情

境中，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通过寻求潜在机会、识别关键资源、利用重要权变对村庄农田灌

溉末端系统供给事务作出及时应变，即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在积极争取外部资源的同时，
通过向农户宣传农田灌溉系统的重要性来动员农户积极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与管护。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３：村庄农田灌溉组织动员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动员能力越强，农
田灌溉系统供给水平越高。

（三）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无论是从人类追求自身利益长远角度出发，还是从人类受情感、信念影响和正义规则约束

角度出发，合作都是思考社会事务治理问题的核心。 研究也证明，特定空间领域内群体基于地

缘、亲缘等关系可以形成更加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对于空间领域内公共事务的治理具有积极

作用 ［１４］ 。 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表示为灌溉组织内部的团结协调程度，是基于农户与村委

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及农户相互之间社会资本基础上的，可以将这种组织内部的合作划分为村

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与农户之间的纵向合作，及农户相互之间的横向合作两种形式进行讨论。
１．纵向合作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特定空间领域内的群体或组织与个体成员之间的合作水平越高，个体成员响应群体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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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目标实现的协同意愿也越强，组织意志与成员参与意志的一致性也高 ［１５］ 。 村委会或农民

用水者协会与农户之间的纵向合作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关系，通过创造活跃的农田灌溉互动环

境，可以促进农户个体与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之间的有效沟通，引发农户去追求或达成整

个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共同目标 ［１６］ 。 村庄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纵向合作水平越高，农户对

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制定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条例响应程度越强，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

供给行为与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管理目标一致性也越高。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Ｈ４：村庄灌溉组织内部纵向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纵向合作水

平越高，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水平也越高。
２．横向合作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社会组织或群体内部成员之间互动与联系形成的主观感知、感受和信念会促使个体成员产

生一种人际控制感，有助于提升个体成员在组织或群体行动中的合作协调意识 ［１７］ 。 农户间合

作是一种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形成的人际控制感会促使农户达成农田灌溉系统供给集体行

动。 同低人际控制感群体相比，高人际控制感群体成员具有对获取短期利益冲动的自我控制，
抵制威胁群体利益的竞争诱惑，弱化个体不确定性感知 ［１８］ 。 农户间源自人际控制感的横向合

作水平越高，越相信自己的合作行为是有效的，且能产生互惠互利，消除对集体供给农田灌溉系

统预期的不确定性，积极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Ｈ５：村庄灌溉组织内部横向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横向合作水

平越高，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水平也越高。
（四）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的交互作用

在一个具有某种联系的社会群体或组织内部，成员合作意识对适用于群体的制度作用发挥

具有重要影响。 合作意识是合作人格的有机成分，它可以指导个体行为人对外部环境变化作出

及时反应，并且在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信息反馈，用以指导后续类似行为。 个体行

为之间的合作具有相互依赖性，制度能力因素又定向对合作行为及相互依赖性产生影响。 在具

有强合作意识的集体主义制度环境中，个体行为人具有高度行为一致性，而在竞争性环境中又

会很快被同化 ［１９］ 。 因此，特定社会群体或组织内部合作协调意识敏感地受到内部制度因素影

响，同时，也通过影响群体或组织成员集体行为反向作用于群体或组织内部制度的重新塑造。
在乡土气息浓厚的农田灌溉自组织治理环境中，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除了单方面影响农田灌溉

系统供给外，还存在交互作用。 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减少灌溉系统供给主体关联者之

间利益行为冲突的同时，也为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制度运行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基于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６：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制度能力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

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２０１８ 年 ６—８ 月在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南、山东 ６ 省（自治

区）开展的关于黄河灌区农田灌溉系统管护情况的入户调查。 调查区域中的内蒙古、宁夏和甘

肃位于黄河中上游，陕西、河南和山东位于黄河中下游，６ 个省（自治区）的农田灌溉条件存在不

同程度的差异，且在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区别，研究区域

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为了保证数据质量，课题组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

法：第一阶段选取 ６ 个黄河沿线省（自治区） ；第二阶段从每个省（自治区）随机选取 ２ 个黄河灌

溉县（区） ，每个县（区）选取 ３ 个乡镇，每个乡镇至少选取 ３ 个村庄，每个村庄随机抽取 ８ ～ １２ 户

农户进行访谈。 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８８３ 份，问卷有效率达 ９０％。 黄河中上游的内蒙古、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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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和甘肃样本分布比例分别为 １３．８９％、１３．３８％和 １７．９８％，黄河中下游的陕西、河南和山东样

本分布比例分别为 １６．０４％、１８．９０％和 １９．８２％，样本分布较为均匀。
（二）变量测量及描述性统计

１．被解释变量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将资源使用者为获取或维持公共池塘资源系统而奉献的资源定义为公

共池塘资源系统供给 ［２０］ 。 其对应于本文研究则是指农户对包括支渠、斗渠、农渠和毛渠在内的

四级灌溉渠道及相关配套建筑物、小型泵站和直接为灌溉排水服务的小型河道等灌溉末端系统

的建设与管护。 而在农田灌溉末端系统建设与管护集体行动中，农户主要采取投资或投工两种

形式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水平依照其决

策过程界定为有无投资或投工意愿，并通过问卷直接获得相关数据。
２．解释变量

基于制度能力静态三层次分析模型及现有关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研究相关文献，并参考已

有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调查问卷，设计本文的村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相

关变量题项。 问卷中除识别变量和控制变量外，其他变量测度指标均使用五级李克特量表，同
意程度均从 １（强烈反对）到 ５（强烈同意）逐级增加。

（１）制度能力。 按照制度能力静态三层次分析模型，村庄制度能力涉及知识资源、关系资源

和动员能力三个层次内容。 鉴于此，本文借鉴 Ｂｏｗｌｅｓ［２１］ 的观点，从村庄规章制度和灌溉管理条

例及村民互帮互助三方面设置知识资源测量题项；借鉴 Ｒｅａｄ［２２］ 的观点，从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

协会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及对村干部的信任三方面设置关系资源测量题项；借
鉴 Ｌｉｕ［２３］ 的观点，从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促进农户集体行动、组织农户学习灌溉知识和参

与灌溉系统维护三方面设置动员能力测量题项。 上述 ９ 个测量指标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制度

能力所有测度指标的样本充足性检验 ＫＭＯ 值为 ０．７３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统计量在 １％统计水平

上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１ 的公因子 ３ 个，分
别命名为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其累积解释方差变异为 ６０． １８％。 为了确保测度效

果，本文对测度结果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克朗巴哈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制度能力测度指标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０．７３０，表明量表测量整体效果较好。 收

敛效度检验采用测度指标因子载荷值，使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后所有测度指标的因子载荷均大

于 ０．５，说明测量指标收敛效度较好。
（２）合作水平。 本文将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划分为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与农户之间

的纵向合作，及农户相互之间的横向合作两种形式。 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纵向合作是一种垂直互

动关系，这种垂直合作水平可以通过农户对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的响应程度进行反映。 本

文从农户参加村庄公共事务会议、参加村庄灌溉系统管护会议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发表意见

三方面设置了测量题项。 农田灌溉组织内部横向合作是一种水平互动关系，这种横向合作水平

可以通过农户行为和主观感受进行反映，本文从农户与其他农户之间配合默契、与其他成员团

结和自己对村庄灌溉组织成员认知三方面设置了测量题项。 对上述 ６ 个测量指标因子分析结

果表明，合作水平所有测度指标的样本充足性检验 ＫＭＯ 值为 ０．６８１，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统计量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使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１ 的公因子 ２
个，分别命名为纵向合作水平、横向合作水平，其累积解释方差变异为 ５６．４４％。 进一步分析测

度效果，信度检验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０．７４，表明合作水平量表测量整体效果较好。 收敛效度检

验采用测度指标的因子载荷值，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后所有测度指标因子载荷均大于 ０．５，说明合

作水平测量指标收敛效度也较好。
３．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健康状况来反映个体特征；选取受访

农户家庭劳动力短缺状况、土地流转情况、农业收入占比、农田灌溉面积占比和耕地细碎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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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映受访农户家庭特征；选取村民水费负担程度、农田灌溉组织规范化程度和村庄组织化程度

来反映村庄特征；此外，本文也对农田灌溉区处于黄河中上游或中下游的区域效应进行了控制。
上述各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供给意愿 农户有无意愿供给村庄农田灌溉系统：无 ＝ ０，有 ＝ １ ０．２３６ ０．４２５

供给程度 农户愿意投资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额度 ／ 元 ９８．９１４ １５９．２３９

农户愿意投工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天数 ２．３４１ ３．８７５

解释变量 制度能力

　 知识资源 ①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村民之间经常相互帮助；②村庄的规章制

度完善明确；③村庄的农田灌溉管理条例完善清楚

－０．００１ １．０１０

　 关系资源 ①灌溉组织经常会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②灌溉组织经常

会提供农业市场信息；③村干部具有很高的权威和信任程度

－０．０１２ ０．９９９

　 动员能力 ①灌溉组织联户能力强；②灌溉组织鼓励学习农田灌溉相关知

识；③灌溉组织经常组织农户参与灌溉系统维护

０．０１５ １．０００

合作水平

　 纵向合作 ①村民参加村庄公共事务会议；②村民有义务参加灌溉相关会

议；③村民对村庄事务决策发表自己的观点

－０．０１０ ０．９９７

　 横向合作 ①村民在灌溉过程中与其他成员配合默契；②村民自认为是村

庄灌溉组织成员；③村民与其他成员团结一致保障集体行动

成功

０．０２７ ０．９９７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受访者性别：女 ＝ ０，男 ＝ １ ０．５３８ ０．４９９

　 年龄 受访者当时年龄 ５７．４９２ １０．７０３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教育年限 ／ 年 ５．６４０ ３．６８６

　 职业类型 受访者职业类型：务农 ＝ １，工农相兼 ＝ ２，务工 ＝ ３ １．２５７ ０．５４２

　 健康状况 受访者健康状况：很差 ＝ １，较差 ＝ ２，一般 ＝ ３，较好 ＝ ４，很好 ＝ ５ ３．６４４ １．１０５

家庭特征

　 劳动力状况 农户家庭劳动力短缺情况：不存在短缺 ＝ １，较短缺 ＝ ２，一般 ＝ ３，
经常短缺 ＝ ４，始终存在短缺 ＝ ５

２．５６９ １．２８５

　 农业收入占比 农户家庭前一年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 ％ ５４．３５１ ３２．４７３

　 土地流转情况 农户家庭土地流转情况：转出 ＝ １，无流转 ＝ ２，转入 ＝ ３ ２．０２８ ０．５０７

　 灌溉面积占比 农户家庭农田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 ／ ％ ９５．７３４ １６．５５４

　 耕地细碎化程度 农户家庭总耕地块数 ／ 块 ６．０７９ ６．１９０

村庄特征

　 村庄水费负担 村庄水费情况：很低 ＝ １，偏低 ＝ ２，合适 ＝ ３，较高 ＝ ４，很高 ＝ ５ ３．６２５ ０．７８７

　 村庄管理情况 村庄事务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化程度：不民主 ＝ １，较民主 ＝ ２，一
般 ＝ ３，民主 ＝ ４，很民主 ＝ ５

３．２１７ １．０３６

　 村庄组织化程度 村庄内部组织或者团体数量 ／ 个 １．００３ ０．５２９

区域虚拟变量 灌溉区是否属于黄河中下游灌溉区：否 ＝ ０，是 ＝ １ ０．４８９ ０．５００

（三）计量模型构建

１．双栏模型

本文研究中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投资或投工存在较多零值。 鉴于此，本文参考

Ｃｒａｇｇ［２４］的研究思路，在假设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意愿与程度彼此相互独立的前提下，构建双

栏模型来实证分析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影响，以避免使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产

生的样本选择性偏差缺陷。 双栏模型将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为农户是否选择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即供给意愿；第二个阶段为农户选择参与村

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投工或投资数量，即供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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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意愿，可构建如下方程：
Ｐｒｏｂ ｙ ｉ ＝ ０ ｜ ｘ１ｉ[ ] ＝ １－Φ αｘ１ｉ( ) （１）
Ｐｒｏｂ ｙ ｉ＞０ ｜ ｘ１ｉ[ ] ＝Φ αｘ１ｉ( ) （２）

式（１）表示农户无意愿供给灌溉系统，式（ ２）表示农户有意愿供给灌溉系统。 Φ ·( ) 表示

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ｙ ｉ表示因变量，即农户供给灌溉系统的投工或投资数量；ｘ１ｉ代表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等一组自变量，α 为相应估计参数。
其次，考虑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程度，可建立如下方程：

Ｅ ｙ ｉ ｜ ｙ ｉ＞０，ｘ２ｉ[ ] ＝ βｘ２ｉ＋δλ βｘ２ｉ ／ δ( ) （３）
式（３）中，Ｅ（·）表示条件期望，即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程度；λ ·( ) 为逆米尔斯比率；

ｘ２ｉ代表制度能力、合作水平等一组自变量，β 为相应估计参数；δ 为截取正态分布的标准差。 其

他符号含义与前文所述相同。
在（１）—（３）式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如下对数似然函数：
ｌｎＬ ＝ ∑

ｙ ｉ０ ＝ ０
ｌｎ １－Φ αｘ１ｉ( )[ ] }{ ＋∑

ｙ ｉ＞０
ｌｎΦ αｘ１ｉ( ) －ｌｎΦ βｘ２ｉ ／ δ( ) －ｌｎ δ( ) ＋ｌｎ Φ ｙ ｉ－ｘ２ｉβ ／ δ )([ ] }{ （４）

式（４）中，ｌｎＬ 表示对数似然函数值，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 ４）式进行估计，便可求得本文

所需的各相关参数。
２．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２５］ 归纳的显变量调节效应检验法，分析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

合作水平交互作用对农户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影响，即检验合作水平是否能作为调节变量改变

制度能力对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影响。 因此，本文构建如下形式两阶段方程检验含交互变

量的调节效应。
Ｙ ＝ ｂ１０＋ｂ１１Ｘ＋ｂ１２Ｍ＋ｅ１ （５）

Ｙ ＝ ｂ２０＋ｂ２１Ｘ＋ｂ２２Ｍ＋ｂ２３ＸＭ＋ｅ２ （６）
（５）式和（６）式中，Ｘ 为自变量，Ｍ 为调节变量，ｂ 为对应估计参数，ｅ１和ｅ２为残差项。 若（６）

式的回归判定系数Ｒ２显著高于（５）式的回归判定系数Ｒ２，则调节效应显著，或者进行 ＸＭ 的回归

系数检验，若ｂ２３显著，则调节效应显著，即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具有显著调节效应。

四、实证分析与讨论

本文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和 Ｓｔａｔａ１４．０ 软件，首先分析制度能力、合作水平变量对农户供给农田灌

溉系统的影响效应；其次考虑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的逆向因果关系、变量选择偏差

和变量遗漏等造成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干扰，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消除内生性

问题可能导致的估计偏差；最后分析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交互项的影响，并对农田灌溉组织内

部合作水平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具体实证结果见表 ２—表 ４。 由于村庄内部示范效应的存

在，按照工具变量选取原则，选取受访农户所在村庄除样本外其他样本的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

变量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 由表 ２ 和表 ３ 引入工具变量方程（ ２）的回归结果可

知，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和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均高于 １０％偏误的临界值，说明基准回

归中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Ｈａｎｓｅｎ－Ｊ 统计量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均不显著，表明基准回归不

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因此，本文采用表 ２ 和表 ３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解释。
（一）制度能力的影响效应

由表 ２ 中方程（１）基准回归结果可得出：第一，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在 １０％统计水平

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投工程度。 知识资源越强，农户参与农田

灌溉系统供给意愿越强，越会以投工形式积极参与农田灌溉系统的建设与维护。 村庄农田灌溉

管理组织依据当地知识资源制定的管理条例与村民行为价值判断具有内在一致性，能够提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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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以投工形式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水平。 由此，假说 Ｈ１得到了证实。 第二，村庄空间领域

内的关系资源在 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投资程度。
关系资源越强，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越强，越会以投资形式积极参与农田灌溉系统

的建设与维护。 在乡土关系型社会中，关系资源是农村事务日常运作的基础，村庄农田灌溉管

理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资源是正式化组织管理灌溉系统的重要辅助，对提高农户投资农田灌

溉系统有积极作用。 由此，假说 Ｈ２得到了证实。 第三，村庄的动员能力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 动员能力越强，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意

愿越强，越会以投资或投工形式积极参与农田灌溉系统的建设与维护。 村庄有效动员可以促使

农户走出私人领域，就涉及村庄灌溉事宜进行协商，对提高农户投资和投工农田灌溉系统的建

设与维护具有积极影响。 由此，假说 Ｈ３得到了证实。
表 ２　 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Ｎ＝ ８８３）

变量
方程（ １） 方程（ ２）

供给意愿 投资 投工 供给意愿 投资 投工

知识资源 ０．０７８∗

（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 ２０．３９７）
０．７２７∗

（ ０．４２０）
０．０４１∗

（ ０．０２２）
－１３．３４７
（ １９．１０３）

０．６５１∗

（ ０．４１１）
关系资源 ０．０１３∗

（ ０．００８）
２９．０６６∗

（ １４．４５４）
－０．２６６
（ ０．５２０）

０．０６８∗

（ ０．０３３）
４７．５７５∗∗

（ ２２．６０８）
－０．１６６
（ ０．５１８）

动员能力 ０．３７１∗∗∗

（ ０．０７７）
１１１．４２６∗∗∗

（ ２６．５２９）
１．８４０∗∗∗

（ ０．５５２）
０． ３３４∗∗∗

（ ０．０８３）
８７．５９４∗∗∗

（ ２３．７８５）
１．６３８∗∗∗

（ ０．５５０）
性别 ０．２６０∗∗

（ ０．１１９）
３５．９７２

（ ４３．５４６）
１．４５４∗

（ ０．８５６）
０．１４６

（ ０．１３０）
３２．６６５

（ ４０．６５１）
１．２０３

（ ０．８６３）
年龄 －０．０２０∗∗∗

（ ０．００６）
－３．０２７
（ ２．１１３）

－０．１２６∗∗∗

（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１∗∗∗

（ ０．００７）
－３．５０３∗
（１．９８２）

－０．１３９∗∗∗

（ ０．０４４）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４１∗∗

（ ０．０１７）
－６．９７６
（ ５．９２９）

－０．２６５∗∗

（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８∗∗

（ ０．０１８）
－３．４８９
（ ５．４８８）

－０．２３７∗

（ ０．１２１）
职业类型 ０．０９３

（ ０．１０３）
１．８４７

（ ３９．８８３）
０．９５３

（ ０．７２６）
－０．０２１
（ ０．１２０）

－０．４０６
（ ３７．８８７）

－０．０９６
（ ０．７９２）

健康状况 －０．１８９∗∗∗

（ ０．０５３）
５６．０１８∗∗∗

（ １９．２１９）
－１．０８６∗∗∗

（ ０．３７９）
－０．１９０∗∗∗

（ ０．０５８）
－５２．１９３２∗∗∗

（ １７．８３３）
－１．０９５∗∗∗

（ ０．３８５）
劳动力短缺情况 －０．０００

（ ０．０４４）
３３．８６１∗∗

（ １５．９９０）
－０．２２５
（ ０．３１４）

０．０１６
（ ０．０４８）

２３．４４８
（ １４．６３９）

－０．０８３
（ ０．３１９）

农业收入占比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２）

１．０６５∗

（ ０．６５６）
０．００６

（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３）
１．４８２５∗

（ ０．６３１）
０．００４

（ ０．０１３）
土地流转情况 ０．０３８

（ ０．１１０）
１９．７１１

（ ４０．５６５）
－０．２０２
（ ０．７８８）

０．０６５
（ ０．１２２）

１８．８６１
（ ３８．４０６）

－０．０９８
（ ０．８００）

灌溉面积占比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３）

－１．２５８
（ ０．８８１）

－０．０２８
（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３）

－０．７８９
（ ０．８３９）

－０．０３０
（ ０．０１９）

耕地细碎化程度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９）

－４．１２７
（ ３．４９６）

０．０５１
（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９）

－３．２７７
（ ３．０３６）

０．０１８
（ ０．０６０）

村庄水费负担 －０．０１１
（ ０．０７１）

６３．２９６∗∗

（ ２５．９７２）
－０．３８８
（ ０．５０３）

０．０１０
（ ０．０７８）

５８．６４９∗∗

（ ２４．１８２）
－０．４７７
（ ０．５１９）

村庄管理情况 ０．０３７
（ ０．０５３）

４７．７８５∗∗

（ ２０．２１４）
－０．４１３
（ ０．３８６）

０．００１
（ ０．０５９）

２９．０３７
（ １８．７０５）

－０．５４５
（ ０．３９９）

村庄组织化程度 ０．４７６∗∗∗

（ ０．１０２）
１４４．８０２∗∗∗

（ ３５．３４１）
１．６００∗∗

（ ０．７１４）
０．５７９∗∗∗

（ ０．１１５）
１４７．２１４∗∗∗

（ ３３．２３７）
１．７９０∗∗

（ ０．７２９）
区域虚拟变量 －１．０４２∗∗∗

（ ０．１３０）
－２７０．３５３∗∗∗

（ ５６．２２７）
－６．９４７∗∗∗

（ １．０３７）
－１．１５４∗∗∗

（ ０．１４８）
－２４７．２４７∗∗∗

（ ５３．６０８）
－７．４９５∗∗∗

（ １．１２４）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 ４６．３７６
Ｈ－Ｊ 检验 Ｐ 值 — ０．７８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５７．４６１ －２９０．３４４
Ｗａｌｄ χ２ ２４９．１５∗∗∗ ２３８．５４∗∗∗

　 　 注：① ∗∗∗、∗∗、∗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数值为回归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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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水平的影响效应

由表 ３ 中方程（１）基准回归结果可知：第一，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与农户之间的纵向合

作水平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 其合作水平越

高，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越强，越愿意积极投资和投工农田灌溉系统建设与管护。 村

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与农户之间的纵向互动合作可以为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管理创造一个良

好的制度执行环境，促进农户追求整个村庄灌溉系统供给目标的实现，使农户积极投资和投工

于农田灌溉系统的建设与维护。 由此，假说 Ｈ４得到了证实。 第二，农户相互之间的横向合作水

平在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

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的投工程度。 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农户之间的合作水平越高，农户参与灌

溉系统供给的意愿越强，越愿意以投工形式积极参与村庄灌溉系统的建设与管护。 由此，假说

Ｈ５也得到了证实。
表 ３　 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Ｎ＝ ８８３）

变量
方程（ １） 方程（ ２）

供给意愿 投资 投工 供给意愿 投资 投工

纵向合作水平 ０．２８８∗∗∗

（ ０．０６１）
９６．３６４∗∗∗

（ ２４．１４４）
１．７３１∗∗∗

（ ０．４５３）
０．２５１∗∗∗

（ ０．０６６）
８０．１６７∗∗∗

（ ２２．０６７）
１．６３０∗∗∗

（ ０．４５８）
横向合作水平 ０．１７４∗∗∗

（ ０．０６２）
２６．８９４

（ ２２．２８８）
１．０８３∗∗

（ ０．４４８）
０．１７４∗∗∗

（ ０．０６７）
２８．５５５

（ ２０．６３３）
１．０３７∗∗

（ ０．４５４）
性别 ０．２０７∗

（ ０．１１６）
－１４．７６０
（ ４４．３１２）

１．２９５
（ ０．８２８）

０．０８５
（ ０．１２８）

－１７．４８２
（ ４１．５６５）

１．０４０
（ ０．８３６）

年龄 －０．０１７∗∗∗

（ ０．００６）
－２．６６８
（ ２．２３５）

－０．１１１∗∗∗

（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９∗∗∗

（ ０．００７）
－３．１０４
（ ２．１０１）

－０．１３０∗∗∗

（ ０．０４３）
受教育程度 －０．４００∗∗

（ ０．０１６）
－７．１４６
（ ６．２２９）

－０．２７７∗∗

（ ０．１１８）
－０．０３３∗

（ ０．０１８）
－３．４７７
（ ５．７７６）

－０．２３１５∗

（ ０．１１９）
职业类型 ０．１０２

（ ０．１０２）
－８．６００

（ ４２．６９７）
１．１２３

（ ０．７２１）
－０．０２８
（ ０．１１９）

－１６．１７０
（ ４０．６５５）

０．０１９
（ ０．７８４）

健康状况 －０．１７７∗∗∗

（ ０．０５２）
－６０．９４７∗∗∗

（ ２０．１４４）
－１．０１４∗∗∗

（ ０．３７３）
－０．１９５∗∗∗

（ ０．０５７）
－６０．２８０∗∗∗

（ １８．８９５）
－１．１５９∗∗∗

（ ０．３８１）
劳动力短缺情况 ０．０５５

（ ０．０４３）
４１．４１８∗∗

（ １６．２９１）
０．００３

（ ０．３０５）
０．０６２

（ ０．０４６）
３０．３０２∗∗

（ １４．９８４）
０．０７７

（ ０．３１０）
农业收入占比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２）
１．１７２∗

（ ０．６９０）
０．０００

（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２）
１．５８２∗∗

（ ０．６６７）
－０．００１
（ ０．０１３）

土地流转情况 ０．０７２
（ ０．１０９）

１９．２８８
（ ４１．３４５）

０．０１１
（ ０．７７７）

０．０９０
（ ０．１１９）

１８．３６３
（ ３９．３００）

０．０７７
（ ０．３１０）

灌溉面积占比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３）

－１．４４６
（ ０．９２８）

－０．０２５
（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３）

－１．１１４
（ ０．８８７）

－０．００１
（ ０．０１３）

耕地细碎化程度 －０．００４
（ ０．００９）

－６．６２８∗

（ ３．７３５）
０．０１５

（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６
（ ０．００９）

－５．４８０∗

（ ３．２８６４）
－０．０１４
（ ０．０５８）

村庄水费负担 －０．００３
（ ０．０７１）

６４．５４７∗∗

（ ２６．９４５）
－０．２８１
（ ０．４９４）

０．００７
（ ０．０７８）

５５．６８６∗∗

（ ２５．４５７）
－０．５２０
（ ０．５１１）

村庄管理情况 ０．０６４
（ ０．０５４）

６５．８８２∗∗∗

（ ２１．３８１）
－０．３３３
（ ０．３８９）

０．０２９
（ ０．０６０）

４５．８３０∗∗

（ １９．８８２）
－０．４７１
（ ０．３９９）

村庄组织化程度 ０．４２７８∗∗

（ ０．１０３）
１５１．３１１∗∗∗

（ ３８．２５６）
１．３２１∗

（ ０．７２２）
０．５１４∗∗∗

（ ０．１１６）
１４９．２１４∗∗∗

（ ３６．０１４）
１．４２６∗

（ ０．７３９）
区域虚拟变量 －０．９３３∗∗∗

（ ０．１３０）
－２７４．９１８∗∗∗

（ ５９．９２６）
－６．３４４∗∗∗

（ １．０３１）
－１．０５４∗∗∗

（ ０．１４７）
－２５２．７１８∗∗∗

（ ５６．９５１）
－６．９０１∗∗∗

（ １．１１２）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 ５７．８３３

ＨＪ 检验 Ｐ 值 — ０．８２７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６４．２０６ －２９７．９１０

Ｗａｌｄχ２ ２３５．６６∗∗∗ ２２３．４１∗∗∗

　 　 注：① ∗∗∗、∗∗、∗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数值为回归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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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互项的影响效应

在农田灌溉系统自组织治理中，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除了单方面影响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外，还存在交互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交互项的影响效应，本文将制度能

力与合作水平变量进行加总平均，并将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投工和投资程度整合为新

供给程度变量，即按照当地工价对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投工量进行等价转换。 表 ４ 为各变

量数据去中心化处理后的分层回归结果，从方程（ １）和方程（ ２）回归结果可看出，制度能力、合
作水平对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影响作用与表 ２ 和表 ３ 的结果一致。 从方程（３）
回归结果中可知，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对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具有一定交互影

响效应，交互项在 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在 ５％统计水平

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程度，这说明合作水平在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村庄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可以减少农田灌溉系统运行中的利

益冲突，为制度能力在农田灌溉系统自组织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提供适宜环境，即农田灌溉组织

内部合作通过软化农田灌溉系统管理制度运行的环境壁垒，增强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供给

的积极效应。 综上，假说 Ｈ６得到了证实。
表 ４　 交互项作用分析（Ｎ＝ ８８３）

变量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供给意愿 供给程度 供给意愿 供给程度 供给意愿 供给程度

常数项 －０．８０６∗∗∗

（ ０．０５１）
－７２２．７５０∗∗∗

（ ６７．２５７）
０．６６０

（ ０．６９３）
５４５．７４９

（ ４８７．９９７）
０．６６０

（ ０．６９３）
５５１．４５３

（ ４８８．５２６）
制度能力 ０．２５１∗∗∗

（ ０．０７１５２）
１４２．９０９∗∗

（ ５７．５３８）
０．３２３∗∗∗

（ ０．０７９）
１５６．６０６７∗∗∗

（ ５４．９４９）
０．３２０∗∗∗

（ ０．０８７）
１８３．６１３ ∗∗∗

（ ６５．０３８）
合作水平 ０．４４２∗∗∗

（ ０．０７４）
３６２．４９９∗∗∗

（ ６３．２９２）
０．２７９∗∗∗

（ ０．０８４）
１９２．５４３∗∗∗

（ ６１．５７４）
０．２７８∗∗∗

（ ０．０８５）
２０１．５０７∗∗∗

（ ６３．７４４）
交互项 ０．００７∗

（ ０．００３）
－４５．７２３∗∗

（ ４３．５０２）

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ｒｏｂ ＞χ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２５．５６９ －３５６．４１０ －３５６．４０５

Ｗａｌｄχ２ １１２．９４∗∗∗ ２５１．２５∗∗∗ ２５１．２６∗∗∗

　 　 注：① ∗∗∗、∗∗、∗ 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数值为回归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省略。

从表 ２—表 ４ 的实证分析结果中还可知，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除

了受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影响外，还受部分控制变量影

响。 受访样本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及村庄特征中村庄组织化程度等变量对农户

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均有明显影响，也进一步影响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程度。 家庭

特征变量虽然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意愿影响不显著，但劳动力短缺情况、农业收入占比和

耕地细碎化程度 ３ 个变量对农户投资农田灌溉系统的程度却存在显著作用，这说明农户参与农

田灌溉系统供给的程度不仅受个人主观方面因素影响，还受家庭客观条件的影响。 另外，区域

虚拟变量对农户参与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意愿和程度均有显著影响，说明农田灌溉系统供

给也存在区域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黄河灌区 ６ 省（自治区）８８３ 份农户数据，实证检验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

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户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的意愿和程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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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村庄空间领域内的制度能力和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

统供给意愿和程度产生正向影响，并进一步证实了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因素在村庄制度能力

与农户农田灌溉系统供给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依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层次的

制度能力因素作为促成地方公共事务善治的重要因子，在农田灌溉系统治理中应该得到充分重

视。 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在制定村庄农田灌溉系统供给规则条例时要与村庄习俗、惯例和

道德价值匹配；搭建村庄优质网络信息平台，精心服务于农户农田灌溉事宜；积极动员农户学习

灌溉技术和参与农田灌溉系统管理。 第二，强化村庄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合作意识。 通过创新

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机制，促进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与农户之间及农户相互之间有效互

动，培养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团结协调氛围，以确保农户与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的农田灌溉

系统供给目标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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